
“两面结盟”分类与大国共治逻辑
———兼答周方银、王旭彤对 《盟国的敌人还是盟国？》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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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两面结盟”是现有同盟政治研究尚未予以充分关注的理论问
题。在周方银、王旭彤评论的启发下，文章对同盟界定中几个容易产生混淆
的问题做了进一步的澄清，将同盟的判定标准严格限定为 “被要求援助方认
可要求援助方提出的军事援助要求的正当性”，并据此重新检验了古代朝鲜半
岛国家三次 “两面结盟”的存在性。为了将对 “两面结盟”问题的讨论引向
深入，文章以 “一国与两个相互敌对国家分别结盟是否针对敌对双方”为标
准，将笼统的 “两面结盟”现象细化为三种具体类型，并指出古代朝鲜半岛
国家的三次 “两面结盟”属于其中出现最少和解释难度最大的一种类型———
“内部不相容型两面结盟”；并指出， 《盟国》所揭示的是导致这种特定类型
“两面结盟”出现的一种机制，其本质是 “大国共治”，古代朝鲜半岛国家的
三次 “两面结盟”反映的正是这种 “大国共治”模式。这种基于差异化竞争
的共治模式具有较强的正外部性和较弱的零和性，是一种比分治模式更为温
和的大国权力竞争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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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了拙文 《盟国的敌人还是盟国？———古代朝鲜半岛国家 “两面结盟”之

谜》（以下简称 《盟国》），① 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初步研究。随后，周方银和王

旭彤两位学者也对该问题进行了探讨，并于 《当代亚太》２０１６年第４期发表
《“两面结盟”现象的再思考———兼评 〈盟国的敌人还是盟国？———古代朝鲜

半岛国家 “两面结盟”之谜〉》（以下简称 《再思考》），② 在批评 《盟国》的

基础上提出了许多富有建设性和启发性的见解，拓展了 “两面结盟”问题的

研究议程。

具体而言，我们认为， 《再思考》具有两方面的重要贡献。一是强调了

并非所有的朝贡关系都是同盟关系。这提示我们必须在更严格的意义上理解

和判断 “两面结盟”，为此需要进一步剥离朝贡关系的话语外衣，直击 “同

盟”的实质。二是在近现代历史上发现了更多的 “两面结盟”案例。这一方

面揭示出这种现象的时空普遍性，另一方面也提示我们，要想更深刻地理解
“两面结盟”，有必要对其做出更为细致的分类。

受以上两点的启发，本文将尝试进一步厘清 “两面结盟”的内涵，探讨

这一现象对国际政治互动模式的启发意义。全文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结合
《再思考》对古代朝鲜半岛国家 “两面结盟”行为存在性的质疑，对同盟判

定中几个容易产生混淆的问题做进一步的澄清。第二部分将同盟的判定标准

严格限定为 “被要求援助方是否认可要求援助方提出的军事援助要求的正当

性”，并据此重新检验古代朝鲜半岛国家三次 “两面结盟”的存在性。第三

部分以 “一国与两个相互敌对国家分别结盟是否针对敌对双方”为标准，将
“两面结盟”现象划分为三种具体类型，并指出 《盟国》所研究的古代朝鲜

半岛国家的三次 “两面结盟”属于其中出现频率最少、解释难度最大的一种

类型——— “内部不相容型两面结盟”。第四部分进一步指出，古代朝鲜半岛

国家的 “两面结盟”本质上是一种 “大国共治”状态， 《盟国》所揭示的产

生机制同时也是 “大国共治”的一般机制，这一机制导致了 “内部不相容型

两面结盟”的出现。最后是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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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什么 （不）是同盟？

《再思考》对古代朝鲜半岛国家 “两面结盟”行为的存在性提出了质疑。
由于 “两面结盟”是同盟的一种特殊形态，因此要判断是否存在 “两面结
盟”，首先需要明确是否存在同盟。受 《再思考》的提示，我们意识到包括
笔者在内的学界对于 “什么 （不）是同盟”这一问题的认识可能还存在模糊
和混淆之处，有必要做进一步的讨论。

（一）关系的亲密友好并非同盟的必要和充分条件
《再思考》指出，澶渊之盟后，宋辽之间不仅保持了长期的和平，而且

两国间的政治关系一度非常友好，两国君主去世，对方都会举行规格非常高
的悼念仪式。双方的政治交往也非常频繁，从１００４年至１１２１年的一百多年
时间里相互遣使共达６４３次。这意味着，如果以关系的亲密友好作为同盟存
在的判断标准，那么不仅这一时期北宋和高丽是同盟关系，而且北宋和辽同
样也是同盟关系。这样一来，高丽与宋辽的同时结盟就不再构成 “两面结
盟”的困惑，而 “不过是三个国家互相处于结盟状态”。① 这提示我们有必要
澄清一个问题：能否以两国元首的关系是否亲密、两国交往互动是否频繁，

以及两国关系是否友好来判断同盟关系是否存在？

自冷战结束以来，特别是进入２１世纪以来，中俄关系长期保持在非常
高的水平。根据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外关系数据库的数据，大致从

２００１年开始，中俄关系分值始终保持在８．０左右 （最高分为９．０），是中国
与所有主要国家双边关系中分值最高、最稳定的一组。② 近年来，中俄两国
元首互访和互动频繁，在重大国际事务中配合默契，保持着高水平的战略合
作。然而，俄罗斯总统普京反复强调 “俄罗斯不会考虑与中国建立军事政治
同盟”。③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２０１４年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提出 “结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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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盟”的外交理念。①

关系好不一定是同盟，关系差也不一定不是同盟。自２０１６年６月杜特
尔特就任菲律宾总统以来，美菲关系出现重大裂痕。杜特尔特不仅公开指责
美国的中东政策，称 “伊拉克及其他中东国家发生流血冲突和美国受到恐怖
袭击威胁，其根源都是美国的干涉政策”，② 还公开发表针对时任美国总统奥
巴马的辱骂性言论，以致美方取消了原计划在老挝万象举行的首次首脑会
晤。③ 杜特尔特政府还要求美国从菲律宾南部地区撤军，④ 结束与美军在南
海的联合巡航，⑤ 并且下令审查２０１４年两国签署的 《加强防务合作协议》。⑥

尽管美菲关系出现严重倒退，但两国的同盟关系依然存续。美国多次声称，

要 “坚定”地致力于维护两国间的盟友关系，“继续强化”美菲盟友关系。⑦

就连杜特尔特本人也多次谈到，“美国是菲律宾唯一的签约盟国，菲美有着
牢固的同盟关系”，⑧ “菲律宾不打算取消或废止菲美军事同盟关系”。⑨ “美
菲同盟依然活跃，不必担心其是否有变化，菲律宾也无意与其他国家建立同
盟关系。”瑏瑠

可见，关系友好既不是同盟的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换言之，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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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不等于朋友。应当承认，《盟国》在提出研究问题时有意无意地混淆了这
两个概念，将国际关系中的 “盟友—敌人”三角关系直接类比为人际关系中
的 “朋友—敌人”三角关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制造了上述争议。①

（二）同盟不意味着成员会为彼此无条件提供一切资源
《再思考》指出，高丽曾遣使请求北宋赐售刑法之书、《太平御览》、《开

宝通礼》、《文苑英华》等典籍，北宋拒绝了大部分请求。该文还指出，苏轼
曾上书建议朝廷拒绝高丽的有关请求。《再思考》分析认为：“如果在北宋与
高丽之间存在同盟关系的话，作为朝廷大臣进行这样的上奏是难以想象的。”

两位学者根据其所列举的这些 “种种迹象”认为： “在高丽与北宋之间，并
不存在军事同盟关系。”② 两位学者列举这些史实的意图在于，既然北宋连高
丽向其索要图书这样一个请求都可以拒绝，那么北宋和高丽肯定不是同盟关
系。现在的问题是：一国拒绝另一国的某个请求———无论该请求是重要还是
轻微———能否作为这两个国家不是同盟关系的判断标准？与这个问题逻辑上
等价的另一个问法是：是否只要是盟友，就应无条件地同意对方的任何要
求，无条件地为对方提供自己的一切资源，否则就不是盟友？

显然，对这两个问题的肯定性回答是对同盟的一种不切实际的过高要
求。很多时候，国家在签订盟约时，会出于规避风险等自利性考虑，预先对
自身所承担的同盟义务做出明确的限定。③ 同盟并不会对其成员承担无限责
任。在现实世界中，在同盟存续状态下拒绝盟友要求的现象比比皆是。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国在亟须发展自身核力量的背景下，向苏联提出希
望得到对方核技术的相关资料。１９５７年，双方签订 《国防新技术协定》，苏
联开始向中国提供原子弹和导弹研制方面的实质性技术装备援助。但是到

１９５９年，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称 “为不影响苏、美、英首脑关于禁止核
武器试验条约日内瓦会议的谈判，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暂缓向中国提供核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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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方银、王旭彤：《两面结盟现象的再思考———兼评 〈盟国的敌人还是盟国？———古代朝鲜
半岛国家 “两面结盟”之谜〉》，第３２页。

Ｔｏｎｇｆｉ　Ｋｉｍ，“Ｗｈｙ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ｓ　Ｅｎｔａｎｇｌｅ　ｂｕｔ　Ｓｅｌｄｏｍ　Ｅｎｔｒａｐ　Ｓｔａｔｅｓ”，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２０，Ｎｏ．３，２０１１，ｐｐ．３５０－３７７；Ｄａｉｎａ　Ｃｈｉｂａ，Ｊｅｓｓｅ　Ｃ．Ｊｏｈｎｓｏｎ，ａｎｄ　Ｂｒｅｔｔ　Ａｓｈｌｅｙ　Ｌｅｅｄｓ，“Ｃａｒｅｆｕ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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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样品和技术资料”。① 苏联同时还单方面停止执行 《国防新技术协定》。

１９６０年７月１６日，苏联驻华大使馆照会中国外交部，表示苏联政府决定撤

回全部在华苏联专家。② 尽管如此，中苏同盟并未因此而彻底破裂。

１９７１年，韩国为研发核武器，试图从法国和比利时等国引进核燃料制造

及再处理技术和设备，此举遭到美国的坚决阻挠，美以扣留对韩贷款和取消

对韩安全保障为威胁，向韩国施加压力，同时积极游说法国和比利时中止与

韩国有关核的秘密交易。③ １９７２年，两国签订 《韩美原子能协议》。根据协

定，美国不允许韩国在发展民用核电的同时，发展独立的核燃料循环，即美

国既不准韩国在未经美国许可的情况下进行铀浓缩，也不准韩国对乏燃料进

行后处理。④ 在美国的一再施压下，韩国被迫于１９７８年终止了核计划。然

而，美韩同盟一直延续至今且在不断加强。

（三）盟国决策都是基于自利目的的理性行为
《再思考》以春秋战国时期国家彼此寻求和提供军事援助为例，指出在

类似的军事援助行动中，一国 “即使派出救兵，也不认为自己是在履行同盟

义务，而是主要从自身利益出发进行的政策选择”。⑤ 这里涉及在判断同盟关

系是否存在时两个非常容易出错的问题：一是如果实际提供了军事援助，能

否据此认为存在同盟关系？二是如果为他国提供援助仅是纯粹基于本国利益

的考虑，能否据此认为不存在同盟关系？ 《再思考》澄清了第一个问题：存

在同盟关系并非提供军事援助的必要条件。换言之，提供军事援助并不必然

意味着双方存在同盟关系。⑥ 但对于第二个问题，《再思考》并没有给出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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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沈志华：《苏联专家在中国 （１９４８～１９６０）》，新华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２８０页。

同上，第２９１页。

李枏：《韩美之间的 “核纠葛”》，载 《世界知识》２０１６年第６期，第３７页。

沈丁立：《美国为韩国核能发展松绑》，载 《世界知识》２０１５年第１１期，第４２页。

周方银、王旭彤：《两面结盟现象的再思考———兼评 〈盟国的敌人还是盟国？———古代朝鲜
半岛国家 “两面结盟”之谜〉》，第３０页。

相 关 论 述 参 见 Ｊａｍｅｓ　Ｄ．Ｍｏｒｒｏｗ，“Ｔｈ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Ｓｅｔｔｉｎｇ　ｏｆ　Ｃｈｏｉｃｅｓ：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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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Ｃｈｏｉｃｅ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Ｎ．Ｊ．：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９，

ｐ．１０４；Ｊａｍｅｓ　Ｄ．Ｍｏｒｒｏｗ，“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ｓ：Ｗｈｙ　Ｗｒｉｔｅ　Ｔｈｅｍ　Ｄｏｗｎ？”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Ｖｏｌ．３，Ｎｏ．１，２０００，ｐ．６４；Ａｒｔｈｕｒ　Ａ．Ｓｔｅｉｎ，Ｗｈｙ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ｅ，Ｉｔｈａｃａ，ＮＹ：Ｃｏｒｎｅｌ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０，ｐ．１５２。



“两面结盟”分类与大国共治逻辑 □　

明晰的回答。鉴于这个问题在实际讨论中极易出现混淆，① 因此有必要进行

专门的讨论。

如果已知一国纯粹是从自身利益出发而对另一国实施援助，单凭这一点

是否就能断定双方不存在同盟关系？与这个问题逻辑上等价的另一个问法

是：如果两国存在同盟关系，是否其中一国对另一国的任何军事援助行为都

是基于纯粹的同盟义务而非自身利益？笔者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

首先，与国家的其他绝大多数行为一样，国家的同盟行为也是基于自身

利益计算的理性行为。国家之所以会建立同盟，不管是出于制衡威胁还是为

了获得利益，都是实际的利益考量。同盟成员之间如何才能避免被牵连和被

抛弃，如何才能有效地慑止同盟内外的潜在威胁，现有的主流理论几乎全都

建立在基于成本—收益分析的理性主义框架之上。② 在无政府状态下，无论

是否存在同盟，一国任何援助另一国的行为都可以而且都只能还原为自利行

为。任何不符合盟国自身利益却又由同盟 “义务”所规定的行为都不会是盟

国的均衡策略选择。

其次，实证研究也显示，几乎不存在不是基于自身利益的同盟内援助行

为。迈克尔·贝克利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Ｂｅｃｋｌｅｙ）系统考察了 “国际军事冲突”

（ｍｉｌｉｔａｒｉｚｅｄ　ｉｎｔｅｒｓｔａｔｅ　ｄｉｓｐｕｔｅｓ，ＭＩＤ）数据库中１９４８年至２０１０年所有有美

国介入的军事冲突。研究结果显示，在长达６２年的时间里，只有５个案例

美国疑似是出于履行同盟义务才介入的。在绝大多数案例中，美国的行动都

是由其自身或盟友的利益所驱动，而并非出于对同盟义务的遵守。即使是那

５个疑似案例，仍然有很多其他重要因素促使美国介入。不仅如此，美国还

—３７—

①

②

例如，本文的一份匿名评审意见认为，公元９８６年高丽之所以同意北宋要求而做出出兵的决
策，“并不是履行自己朝贡国的军事支援义务，而是借此讨价还价，获得了北宋对自己领土扩张的承
认，这是极具现实主义考量的生存之术”。该评审意见据此认为北宋与高丽当时不存在同盟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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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ｌｅｎｎ　Ｈ．Ｓｎｙｄｅｒ，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Ｉｔｈａｃａ　ａｎｄ　Ｌｏｎｄｏｎ：Ｃｏｒｎｅｌ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７；Ｋｅｖｅｎ
Ｓｗｅｅｎｅｙ　ａｎｄ　Ｐａｕｌ　Ｆｒｉｔｚ，“Ｊｕｍｐ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ｎｄｗａｇｏｎ：Ａｎ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Ｂａｓｅｄ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Ｇｒｅａｔ　Ｐｏｗｅｒ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ｓ”，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Ｖｏｌ．６， Ｎｏ．２，２００４，ｐｐ．４２８－４４９；Ｂｒｅｔｔ　Ｖ．Ｂｅｎｓ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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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多次因自身利益考虑而有意回避甚至违背同盟承诺。①

布雷特·利兹 （Ｂｒｅｔｔ　Ａｓｈｌｅｙ　Ｌｅｅｄｓ）指出，有数据显示，在７５％的情

况下，同盟承诺得到了执行，在另外约２５％的情况下，同盟成员并未按照其

事先许诺的那样行动。他经过实证分析发现，如果建立同盟或者违背盟约的

成本相对较低，那么同盟承诺遭到违背的可能性会很大。更重要的是，从加

入同盟到出现状况而需要求助于同盟，这段时期一国所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和

条件有可能发生变化，这些变化会使得该国的决策者重新评估其成本和收

益，当违背同盟承诺的净收益超过遵守承诺的净收益时，同盟成员就很可能

违背其所做的承诺。② 可见，同盟成员是否执行同盟承诺，根本而言都是基

于自身的利益计算。当执行承诺不能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时，即使同盟义务

不变，成员行为照样会发生改变。

总之，以一国援助另一国的动机是维护或获取自身利益来否认两国存在

同盟关系，这种推断是不恰当的。绝大多数时候，同盟成员都是从自身利益

出发来决定援助 （或不援助）其盟友的。

（四）成员地位不平等是不对称同盟的固有属性

《再思考》认为：“到了明清之际，……在中国人包括当时朝鲜人的观念

中，（中国和朝鲜）这一关系主要是一种宗主国与藩属国之间的关系，从而

是一种上下级关系。……以宋辽时期而论，辽国认为自身与高丽是上下级关

系，……认为北宋与高丽发展关系是不应该的。在这样的观念结构下，作为

宗主国的中国，很难产生和接受自身与朝鲜是一种同盟关系的观点和思维。

……在上下级关系中，即使存在一定的军事支援的义务，双方关系的性质也

不太适合作为同盟关系来理解。”③

这段话正确地指出，朝贡双方的地位存在不平等性。在朝贡体系中，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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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方银、王旭彤：《两面结盟现象的再思考———兼评 〈盟国的敌人还是盟国？———古代朝鲜
半岛国家 “两面结盟”之谜〉》，第２８页。划线处为笔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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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向Ｂ国朝贡，表明Ａ国承认Ｂ国的国际地位高于自己。① 但同时，这段话
也明显在暗示这样一个逻辑：（像宗主国和藩属国之间这样的）上下级之间
的关系 “不适合作为同盟关系来理解”，哪怕它们之间 “存在一定的军事支
援的义务”。笔者想要追问的问题是：存在上下级关系的国家 （比如古代东
亚朝贡体系下的宗主国和藩属国）是否就一定不能成为盟国？

显然，按照成员实力对比，同盟可以分为对称性同盟和不对称性同盟两
类。在不对称性同盟中，拥有明显实力优势的一方在很多情况下对实力较弱
的一方拥有领导权。较弱一方往往通过向较强一方出让自己一定程度的行为
自主性，以换取自身安全效用的增加。② 实力较强的国家通常能够通过结盟
而对实力较弱的盟国施加有效的控制和约束，建立起明确而稳定的领导—被
领导关系，这也正是许多大国结盟的重要动机。③ 事实上，国际体系中存在
上下级关系的等级制是普遍存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大国建立的等级制
基本上都是以正式的军事同盟形式构建的。④

有学者指出，二战后美国与其盟国之间的关系，近乎古代东亚朝贡关系
的翻版。⑤ 在华约组织中，苏联处于绝对的领导位置，东欧国家则是其卫星
国，后者的对内对外政策甚至国家领导人的任命都须服从前者的意志。尽管
等级如此森严，但没有人否认苏联与东欧国家是同盟关系。就连 《再思考》

的两位作者似乎也在后文中承认了 “权力地位不对称”与 “同盟关系”的相
容性———两位作者援引 《左传》中 “郑既受盟于辰陵，又徼事于晋”的记
述，指出郑国与晋国和楚国也曾出现 “两面结盟”的情况。⑥ 在这个例子中，

郑国与晋楚结盟是关系的表现形式，而向晋楚表示臣服则是关系的实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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邝云峰：《美国的朝贡体系》，载 《国际政治科学》２０１３年第４期，第３６～８８页。

周方银、王旭彤：《两面结盟现象的再思考———兼评 〈盟国的敌人还是盟国？———古代朝鲜
半岛国家 “两面结盟”之谜〉》，第３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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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第四部分将详细论述，在特定条件下， “两面结盟”不仅与结盟各方权力

的不平等不矛盾，而且原本就是权力不平等的一种自然结果。

以上分析帮助我们澄清了对同盟概念理解的一些模糊之处：两国关系不

亲密不友好、一国不为另一国提供后者需要的某种资源或援助、一国援助另

一国是基于前者自身的利益考量、两国之间存在权力地位差异和从属关系，

这些均不能作为否认两国同盟关系存在的依据。那么，同盟关系存在的判断

标准究竟是什么？可能还是应当回到 《盟国》和 《再思考》都认同的那个对

同盟的定义：“至少有一方负有为另一方提供军事支援义务的双边或多边合

作安排”。① 以下我们将从这个定义出发，探讨同盟判定的操作化标准，并据

此重新考察高丽和朝鲜三次 “两面结盟”的存在性。

二、高丽、朝鲜 “两面结盟”的存在性

（一）同盟判定标准的再界定

在澄清了上述几种容易产生的对同盟的误解之后，我们需要回到讨论的

核心议题：同盟的判定标准究竟是什么？根据前述关于同盟的定义，显然，

同盟与军事援助密切相关。但同时如前所述，即便一国对另一国实施了军事

援助行动，也不意味着两国存在军事同盟。例如 《再思考》所指出的，秦国

因申包胥请求而出兵援助楚国，不能因此判断秦国和楚国在事前是同盟。同

时，一国对另一国没有实施军事援助，也不意味着两国不是同盟。例如，前

文所援引的利兹的数据，有约２５％的情况下同盟成员并未按照其事先许诺的

那样行动，但我们不能因此就否认此前这些同盟关系的存在性。这意味着，

是否存在同盟关系，不能通过事后的行为来判断。

之所以不能通过事后的行为来判断同盟关系存在与否，根本原因在于，

狭义的同盟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本质上是一种事先 （ｅｘ　ｐｏｓｔ）做出的愿意为盟友提供

—６７—

① 曹玮、杨原：《盟国的敌人还是盟国？———古代朝鲜半岛国家 “两面结盟”之谜》，第５２页；

周方银、王旭彤：《两面结盟现象的再思考———兼评 〈盟国的敌人还是盟国？———古代朝鲜半岛国家
“两面结盟”之谜〉》，第２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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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援助责任的承诺 （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① 如果不履行这种承诺，国家将付出
声誉上的代价，难以在未来取得其他国家的信任和合作。正是由于这种风险
的存在，缔结同盟存在 “自缚手脚”（ｔｙｉｎｇ　ｈａｎｄ）的效应，使结盟者自己的
策略空间受到压缩。正因如此，以同盟这种形式做出的承诺才是可置信的，②

同盟也因此成为国家间合作的最高级形式。③

根据 “同盟的本质是事先做出的承诺”这一根本原则，理想状态下判断
两国是否是同盟的最直接方法是看双方是否在事先做出了明确的书面承诺，

即看是否签订了盟约。但在现实中，这种理想方法存在适用上的困难。一种
情况是两国的确签订了书面的盟约，但由于时代久远、资料缺失等原因，研
究者难以获得相关信息。另一种情况是这种书面的盟约从一开始就不存在。

正如斯蒂芬·沃尔特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Ｗａｌｔ）所说，许多国家都不情愿与盟友签订
正式的盟约。美国和以色列从来没有签订过正式的书面盟约，但谁也不会质
疑这两个国家之间的承诺水平。④ 那么，在缺乏可观察的书面盟约的情况下，

又该如何判断同盟关系是否存在呢？

还是要回到 “同盟的本质是事先做出的承诺”这一根本原则上来。只有
在存在这种承诺 （无论这种承诺是正式成文的还是没有正式文约的）的情况
下，被承诺方才可以基于 “义务”而非 “利益”的理由向承诺方提出履行承
诺、提供援助的要求。换言之，在这个缺乏中央权威的无政府世界里，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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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事先存在承诺的情况下，一国才有 “权利” （ｒｉｇｈｔ）———而非 “权力”

（ｐｏｗｅｒ）———向另一国提出做某事的要求。在没有承诺的情况下，一方向另

一方提出某种要求，后者同意了是出于其 “热情”，没同意是出于其 “本

分”。在有承诺的情况下，一方基于该承诺向另一方提出某种要求，后者同

意了是出于其 “本分”，没同意则是 “违约”，需要付出相应的声誉代价。后

者可以以任何理由和借口不答应前者的要求，但不能说前者没有提出该要求

的 “权利”，因为承诺赋予了前者提出该要求的正当性，规定了后者负有履

行该承诺的 “义务”。

由上可以看出，“存在同盟承诺”是 “基于 ‘义务’或 ‘正当性’向对

方提出军事援助要求”的必要条件，因此后者是前者的充分条件。由此，

“被要求援助方是否认可要求援助方提出的军事援助要求的正当性”，是判断

同盟是否存在的实质性标准。

我们之所以认为当前美国和日本存在同盟关系，是因为我们知道，如果

他国入侵日本领土，美国负有援助日本的责任。日本有 “权利”要求美国出

兵援助，提出这种要求本身拥有不容否认的合法性。至于美国出于自身利益

考虑最终是否真的出兵，不影响我们对美日同盟存在性的判断。同理，我们

之所以认为当前中国和俄罗斯不存在同盟关系，是因为我们知道，如果他国

入侵中国领土，俄罗斯不负有援助中国的 “义务”。中国可以以 “唇亡齿

寒”、“共同利益”等理性决策的理由劝说俄罗斯提供援助，但中国没有要求

俄罗斯提供援助的 “权利”。即使俄罗斯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出兵援助了中国，

也不能证明此前两国是同盟。

以下，我们将以 “被要求援助方是否认可要求援助方提出的军事援助要

求的正当性”为标准，重新回顾高丽和朝鲜的三次 “两面结盟”案例，以检

验这三次 “两面结盟”的存在性。

（二）高丽与北宋、辽的第一次 “两面结盟”（公元９８６～９９３年）

关于高丽与北宋的同盟关系。９６３年，高丽与北宋正式建立朝贡关系。①

同年，宋太祖册封高丽光宗，“可加食邑七千户，仍赐推诚顺化保义功臣”。②

在９８６年至９９３年之间，北宋又曾三次加封高丽国王———公元９８８年，加封

—８７—

①

②

《高丽史节要》卷２，光宗１４年１２月条。
《宋史》卷４８７，外国传，高丽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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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丽成宗为 “检校太尉”。① 公元９９０年，加封成宗 “推诚顺化功臣，食邑一

千户，食实封四百户余”。② 公元９９３年，加封成宗 “检校太师，食邑一千

户，食实封四百户余”。③ 高丽国王接受北宋皇帝册封，这表明高丽与北宋在

政治身份上是一种明确的上下级之间的臣属关系。在古代东亚朝贡体系中，

天子作为天下共主统治万邦，臣属国至少是在名义上天然地负有效忠于天子

的义务，这种效忠义务中很难排除军事上效忠的成分。

高丽对这种义务的认同直接体现在北宋对其提出军事援助要求时的实际

行动上。９８６年，宋太宗决定对辽再次宣战。宋监察御史韩国华赍诏书到高

丽，要求高丽出兵夹击契丹， “可申戒师徒，迭相犄角，协比邻国，同力荡

平”。④ 高丽国王虽一度 “迁延不发兵”，⑤ 但在北宋的多次要求下，高丽最

终 “发兵西会”，⑥ 出兵２．５万人，并进入契丹境内。⑦ 不过，可能是因受辽

国的军事威慑，高丽军队似乎并未与契丹军队交战。⑧ 尽管如此，同年十月，

高丽派使臣入宋朝贡，又 “遣本国学生崔罕、王彬诣国子监肄业”，⑨ 意图维

持与修复与北宋的关系。这种情形与伊拉克战争时期美国数次要求其盟友法

国和德国出兵伊拉克，法德拒绝后又在伊拉克重建过程中向美国示好，以缓

和与美国关系的情形相类似。尽管慑于辽的军事压力，高丽一度对北宋的出

兵要求有所迟疑，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做出了配合北宋军事行动的姿态，同

时在未能提供实质军事援助之后又采取措施弥补两国关系，这体现出高丽对

北宋军事援助要求正当性的认可。

作为高丽宗主国的北宋，在心理上也认同自己对高丽负有军事援助的义

务。公元１０１０年，契丹与高丽发生冲突。消息传到汴京，宋真宗担心高丽

向北宋请求援助。瑏瑠 为此，宰相王旦建议朝廷 “当顾其大者。契丹方固盟好。

—９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高丽史》卷３，《世家》，成宗七年。
《高丽史》卷３，《世家》，成宗九年。
《高丽史》卷３，《世家》，成宗十一年。
《高丽史》，卷３，《世家》，成宗四年。

同上。
《高丽史》，卷３，《世家》，成宗四年。

陶晋生：《宋辽关系史研究》，中华书局２００８年版，第１４２页。

Ｊｉｎｇ－ｓｈｅｎ　Ｔａｏ，Ｔｗｏ　Ｓｏｎｓ　ｏｆ　Ｈｅａｖｅｎ：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Ｓｕｎｇ－Ｌｉａｏ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Ｔｕｃｓ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Ａｒｉｚｏｎａ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８，ｐ．８０．

《宋史》，卷４８７，《高丽传》。

陶晋生：《宋辽关系史研究》，中华书局２００８年版，第１４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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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丽贡奉累数岁不一至”。宋真宗同意，下令山东登州 “如高丽有使来乞师，

即语以累年贡奉不入，不敢以达于朝廷；如有归投者，第存抚之，不须以
闻”。① 从北宋君臣的反应来看，他们并不否认高丽向北宋请求军事援助的合
法性，而只是出于自身战略考虑不愿履行为高丽提供军事援助的义务。另
外，北宋拒绝援助高丽的理由是高丽 “累年贡奉不入”，这至少在一定程度
上表明，高丽与北宋自９６３年起所建立的朝贡关系并非只涉及经济和文化领
域，而是包含有军事援助的承诺，即高丽按时向北宋入贡，以此换取向北宋
请求军事援助的权利和资格。因此，当高丽未能做到按时纳贡时，北宋就有
权拒绝履行其军事承诺。

关于高丽与辽的同盟关系。９８５年，辽圣宗欲亲征高丽，却因 “辽泽沮
洳”而罢师。② ９８６年春，“契丹遣厥烈来请和”。③ 关于９８６年春辽丽和议的
内容，《高丽史》和 《辽史》中并无详细的记载，但根据一些线索不难判断，

辽丽在此次和议期间达成了一些重要的政治军事协议。首先，９９３年辽第一
次征伐高丽时提出的理由是：“汝国兴新罗地、高句丽之地我所有也，而汝
侵蚀之，又与我连壤而越海事宋，故有今日之师，如割地以献而修朝聘，可
无事矣。”④ 显然，高丽 “越海事宋”是辽论证其讨伐高丽合法性的主要依
据。如果在９８６年的和议中辽丽两国没有对彼此的政治军事义务做出相关的
规定，这一理由就无法作为合法性依据的来源。对辽的征伐理由，高丽使臣
也仅对其第一条进行了反驳：“若论地界，‘上国’之东京皆在我境，何得谓
之侵蚀乎？”⑤ 而回避了第二条有关 “越海事宋”的指责，暗示高丽默认了这
条指责的正当性。从辽对高丽的指责中能够看出，高丽的 “越海事宋”是一
种典型的 “越顶外交”，即不遵守同盟义务，在未与盟友商议的情况下与同
盟的敌对方寻求合作。

其次，在９９３年辽入侵高丽前，当年５月，高丽曾接到女真人递送的辽
将入侵高丽的情报，但高丽朝议却颇不以为然，未做任何应战准备， “夏五
月，西北界女真报契丹谋举兵来侵。朝议谓其绐我，不以为备”。⑥ 有研究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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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７４，大中祥符三年十一月。
《辽史》，卷１１５，《列传》第４５，二国外记—高丽、西夏。
《高丽史》，卷３，《世家》，成宗五年。
《高丽史》，卷９４，《列传—徐熙传》。

同上。
《高丽史》卷３，《世家》，成宗十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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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高丽在曾经受到辽军事威胁而今又明确收到入侵警报的情况下仍然 “不

以为备”，表明９８６年辽丽之间可能达成了类似互不侵犯的协议，所以高丽

人才敢高枕无忧，不做战略准备。①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推断，９８６年至９９３
年高丽与辽存在同盟关系。９９３年，辽进攻高丽，辽丽同盟破裂，高丽与北

宋、辽的 “两面结盟”也随之终结。

（三）高丽与北宋、辽的第二次 “两面结盟”（公元１０７１～１１１６年）

关于高丽与辽的同盟关系。９９４年，高丽向辽称臣， “遣侍中朴良柔赴

辽，奉表如契丹，告行正朔，乞还俘口”。② 自此，高丽臣服于辽直至１１１６
年。其间，高丽虽屡次抗争，但终未摆脱辽的羁縻。１０６９年，在高丽国王回

复宋朝关于宋丽复交的看法时也承认， “虑边骚之弗息，蓄陆詟以靡遑。久

困羁縻，难图携贰”。③ 羁縻政策的实质是大国运用政治和军事压力对周边政

权实施控制，接受羁縻的小国类似于古代欧洲的附庸国和冷战时期的卫星

国，它们与所依附的大国之间的不对称同盟关系是显而易见的。１００９年，高

丽内部出现王位继承问题，康兆废杀穆宗，立大良院君为王。辽圣宗帝问询

后谓群臣曰：“高丽康肇弑其君诵，立诵族兄询而相之，大逆之。宜发兵问

其罪。”④ １０１０年，辽圣宗便以 “问前王之故”为由，进攻高丽。⑤ 从辽对高

丽政变的反应来看，前者完全将后者视为臣属于自己等级体系的组成部分。

辽在致高丽的 “问罪书”中还指责高丽 “东结构于女真，西往来于宋国，是

欲何谋？”⑥ 可见，此时的辽在内政和外交上都已将高丽视为自己的臣属。

在其他史料中，也可以发现高丽臣属于辽的证据。１０４４年，北宋宰相富

弼在提议联合高丽以制衡契丹时就谈到， “契丹用兵，力制高丽；高丽亦力

战，後不得已而臣之”。⑦ １０７１年之后，面对高丽与北宋的交好，辽直接质

问宋朝：“高丽乃我奴耳，南朝何以厚待之？”⑧

在女真进攻辽时，辽曾多次要求高丽出兵，配合其行动，直接反映了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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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蒋非非等：《中韩关系史 （古代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１６９页。
《高丽史》，卷３，《世家》，成宗十三年。
《宋史》，卷４８７，《高丽传》。
《辽史》，卷８８，《萧敌烈传》。

李春虎等编著：《朝鲜通史》（第二卷），延边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７９页。
《高丽史》卷８，文宗十二年。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１４９，庆历四年。

蒋非非等：《中韩关系史 （古代卷）》，第１７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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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之间军事援助义务的存在。１１１４年，辽东京兵马都部署行谍于高丽说：

“近有生女真作过，止差官领兵讨伐，仰指挥，高丽国亦行就便於女真边界

道路深入攻讨。”① １１１５年４月，辽再次对高丽表示，“近以边臣弛备，小寇

扰民，方行有罪之诛，是议偏师之举。以卿地邻贼境，职守侯藩，特谕整

戎，庶令遂暴”。② 直接点明高丽 “职守侯藩”。同年１１月，辽使再次督使高

丽发兵：“自去冬而降诏，分路以进攻。虽曰整兵，未能殄寇。今则诸军并

会，叩境前行，况尔兵戎早经点阅，便可卽时而先出，毋或相应以後时。仍

饬使人，就观进发，勉图忠效，惟在敬从。”③ 高丽方面虽然并未发兵，但却

先后多次遣使向辽说明理由，“卿遣驰使价，来奉谢章，谅兹从命之臣，尽

尔为忠之节”。④

关于高丽与北宋的再次结盟。１０７１年，高丽国王遣 “民官侍郎金悌等百

十人来”，宋神宗诏 “待之如夏国使”。⑤ 自此，高丽恢复对北宋之朝贡关系，

两国使节复又不断往来。⑥ 同时辽丽关系保持现状不变，高丽仍奉辽为正朔，

但在与北宋的交往文书中使用甲子纪年。⑦ 高丽与北宋的朝贡关系一直持续

到１１２７年北宋灭亡。虽然这一时期高丽与北宋之间的朝贡关系以经济和文

化往来为主，⑧ 但不能据此否认军事同盟关系的存在。１０７２年，宋神宗颁诏

五道交金悌带回高丽，其中一道诏书称：“卿继奕世而有邦，以勤王爲可愿。

百名修贡既申琛贽之仪，累幅摛辞，更致寒之问，其勤至矣，何慰如之！”⑨

诏书明确表明高丽于北宋为 “勤王”。“勤王”在古代中国的政治语汇中有专

门的含义，意指君王有难、臣下起兵救援。瑏瑠 这是宋丽之间军事援助关系的

一个重要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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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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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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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瑠

《高丽史》，卷１３，《世家》，睿宗九年。
《高丽史》，卷１４，《世家》，睿宗十年。

同上。

同上。
《宋史》卷４８７，《高丽传》。

杨昭全、何彤梅：《中国—朝鲜·韩国关系史》（上册），天津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２２９页。

蒋非非等：《中韩关系史 （古代卷）》，第１７７页。

不少学者认为，宋丽之间恢复的朝贡关系只是一种文化和经济往来。参见魏志江：《论辽宋
丽三国关系与东亚国际秩序》，载陈尚胜主编： 《儒家文明与中韩传统关系》，山东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
年版，第７７～７８页。

《高丽史》，卷９，《世家》，文宗三年。
“勤王”出自于 《晋书·谢安传》：“夏禹勤王，手足胼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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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１１２５年，北宋为金所侵，北宋向高丽发出诏书要求后者出兵，
“王国与金相望，无数百里之远，而不能荡其巢穴以报中国，岂累朝待遇殊
绝之意耶”。① 随后，宋使侯章又致书高丽国王，共谋 “秋凉”起兵，共击金
军。② 高丽尽管未能出兵，但随即遣使入宋奉表谢罪并向宋朝解释，“以中国
之大而如此，小国孤立其将安恃乎？”并许诺 “待王师临压彼境，则弊国敢
不尽力相为表里，假托威灵助平戎”。③ 从高丽急于向北宋解释不出兵的原因
来看，高丽承认自己对北宋负有军事援助的义务。

（四）朝鲜与明、后金的 “两面结盟”（公元１６２７～１６３６年）

关于朝鲜与明的同盟关系。朝鲜建国不久，就与明朝建立了朝贡关系。

两国朝贡关系的军事合作属性在诸多事件中都得以体现。１５９２年，日本关白
丰臣秀吉入侵朝鲜，朝鲜急速向明廷告急，“请援之使，络绎于路”。④ 明朝
“以朝鲜属国，为我藩篱，必争之地”，⑤ 敕令 “宜速救援，无怠他日边疆
患”。⑥ 从朝鲜遭遇外敌入侵立即向明朝遣使求援，和明朝明确表示朝鲜为属
国应予救援的表述来看，明朝显然承认自身所负的援助朝鲜的义务。

同时，朝鲜也负有援助明朝的义务，如果不履行该义务，就将受到惩
罚。１６１８年，后金向明朝宣战。朝鲜光海君担心 “若使伊贼 （指后金）不得
志于上国，而怨我国应援天兵，移兵于我，则将何兵力，可以抵挡？”⑦ 对明
朝要求朝鲜出兵的敕令采取敷衍和拖延的策略，回复明军 “但当陈兵扬武，

以作虎豹在山之势，更观伊贼之所为，相机而动”，反对 “轻行进剿”。⑧ 然
而，光海君的这种 “背明”的政策很快遭到国内掌权阶层的反对，随即在政
变中被废黜。

在宣布废黜光海君的 《教书》中写道， “我国服事天朝二百余载，义即
君臣，恩犹父子……光海君忘恩背德，罔畏天命，阴怀二心，输款奴夷……

罪恶至此，其何以君国子民，居祖宗之天位，奉宗社之神灵乎？兹以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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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丽史》，卷１５，《世家》，仁宗四年。

蒋非非等：《中韩关系史 （古代卷）》，第１９３页。
《高丽史》，卷１５，《世家》，仁宗四年。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６２，《援朝鲜》。

同上。
《明神宗实录》，卷２５０，万历二十年七月癸未。
《光海君日记》，卷１２７，“光海君十年闰四月乙亥”条。
《朝鲜光海君日记》，十年闰四月癸酉，五月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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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宜居住”。① 上台后的仁祖则明确表示将全力助明抗金。“当与天朝协心一

力，期灭此贼。”② 面对后金对明朝的军事威胁，朝鲜士大夫阶层也认为，即

便没有 “壬辰战争”中明朝的拯救之恩，朝鲜于明朝也是 “既定君臣之分，

则何可坐视而不救乎！”③ 明朝则表示，“以翼戴天朝论，则二心通奴者，是

为我梗也。同心灭奴者，是为我用也”。④ 明、朝之间的这种军事同盟关系一

直持续到１６３６年。

关于朝鲜与后金的同盟关系。１６２７年，后金进攻朝鲜，朝鲜大败，史称
“丁卯之役”。丁卯之役迫使朝鲜在江都和平壤盟誓，与后金结成 “兄弟之

邦”。１６２７年３月，双方焚书盟誓，签订 “江都之盟”。根据 《朝鲜仁祖实

录》记载，朝鲜礼左副承旨李明汉宣读誓文曰： “我两国讲定和好，今后各

遵约誓，各守封疆，毋争竞细故，非理征求！若我国与金国计仇，违背和

好，兴兵侵伐，则我皇天降灾！若金国仍起不良之心，违背和好，兴兵侵

伐，则我皇天降祸！两国君臣，各守信心，共享太平，皇天后土，嶽渎神

祗，监听此誓！”⑤ 后金使臣亦宣誓曰：“朝鲜国王，今与大金国二王子立誓！

两国已讲和美，今后同心合意，若与金国计仇，整理兵马，新建城堡，存心

不善，皇天降祸！若二王子仍起不良之心，亦皇天降祸！”⑥ 从双方盟誓的内

容可见，此次江都之盟实质上是后金与朝鲜达成的一次互不侵犯条约，朝鲜

借此至少暂时获得了后金的消极安全保障。

此后不久，金军主帅阿敏又强迫朝鲜于平壤再次订立盟约，盟约规定：

“自盟之后，朝鲜国王李倧应进满洲国皇帝礼物。或违背不进；或不以待明

国使臣之礼待满洲国使臣，仍与满洲结怨，修筑城池，操练兵马；或满洲俘

获编入户口之人逃回朝鲜，容留不行遣迎；或违王所言，与其远交明国，毋

宁近交满洲之语，当告诸天地，征伐之。”⑦ 从盟约来看，平壤之盟对朝鲜在

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对后金应负的义务做出了更具体的规定，双方上下

级臣属关系的意味也更加浓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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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朝鲜仁祖实录》，卷１，“仁祖元年三月癸亥”条。
《朝鲜仁祖实录》，卷１，“仁祖元年三月甲辰、四月丁卯”条。
《朝鲜仁祖实录》，卷１，“仁祖元年四月辛酉”条。
《明熹宗实录》，卷４２，天启三年十二月癸巳。
《朝鲜仁祖实录》，卷１５，“仁祖五年三月庚午”条。

同上。
《清太宗实录》，卷２，天聪元年三月乙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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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双方合约的要求，朝鲜每年必须向后金进献岁币。由于这一时期后
金正与明交战，后金不断要求朝鲜增加岁贡，起初要求朝鲜增加供后金军队
食用的粮食，后来又要求朝鲜提供军事物资援助。１６３２年，后金要求朝鲜增
加岁贡到 “黄金１万两、五色布１０万同、白银１万两、白苎布１万同、精
兵三万、战马３０００匹”。由于朝鲜无法支付如此巨大的财物，后金提出替代
条件，由其直接出兵助后金攻明，出船攻取海岛。① 虽然朝鲜最终没有出兵
助攻明朝，但从要求增加的岁贡内容包括了精兵和战马等军用物资看，朝鲜
对后金的援助承诺包含了军事援助的内容。到１６３６年，朝鲜 “加白绸二百
匹，白布二百匹，正木棉三千批，青黍皮四十张，白绵纸五百卷，好刀十二
柄，小刀十二柄”。②

１６３６年，皇太极称帝后，随即以朝鲜违背平壤之盟为由，亲自发兵征伐
朝鲜：“今者往征朝鲜，非朕乐于兴戎，特以朝鲜败盟，纳我逃人，献之明
国，孔耿二王来降于我，彼兴兵截杀，我师既至，彼仍抗拒，且遇我使臣，

不以旧礼。赍去书词，拒而不视，又贻书平安道洪观察使云，丁卯年权许讲
和，今已永绝。”③ 随着１６３６年皇太极再次征讨朝鲜，后金与朝鲜的同盟关
系宣告破裂。

三、“两面结盟”的三种类型

《再思考》对 “两面结盟”研究的一个重要贡献是，它拓展了 “两面结
盟”概念的外延，发掘出许多其他历史时期的 “两面结盟”案例。比如，春
秋时期郑国与晋楚两国的 “两面结盟”，１９世纪末德国与俄奥的三皇同盟、

德国与意奥的三国同盟，以及１９４５年至１９４９年中国国民党政府与美苏的
“两面结盟”、１９６４年至１９７１年巴基斯坦与中美的 “两面结盟”，以及２０世
纪６０年代越南与中苏的 “两面结盟”等。④ 如果说 《盟国》展示了 “两面结
盟”这种反常的结盟形式的可能性，那么 《再思考》则进一步展示了这种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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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杨昭全、何彤梅： 《中国—朝鲜·韩国关系史》 （下册），天津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

第５８３～５８４页。
《朝鲜仁祖实录》，卷３２，“仁祖十四年二月乙卯”条。
《清史稿》，卷５２６，《朝鲜传》。

周方银、王旭彤：《两面结盟现象的再思考———兼评 〈盟国的敌人还是盟国？———古代朝鲜
半岛国家 “两面结盟”之谜〉》，第３７～４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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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形式 （在一定程度上）的普遍性。

沿着 《再思考》所启发的思路，还能发现更多的 “两面结盟”现象。例

如，公元前４６５年，雅典攻打萨索斯，斯巴达则向萨索斯承诺将入侵雅典城

所在的阿提卡以对其援助。而此时斯巴达和雅典至少在名义上依然保持着同

盟关系。这就是斯巴达与相互敌对的雅典和萨索斯的一次 “两面结盟”。① 又

如在当代，沙特和以色列、日本和韩国，均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处于敌

对或关系紧张状态，但它们又都是美国的盟国。从美国的视角出发，也都分

别符合 “盟国的敌人还是盟国”的三边关系。

面对这么多的 “两面结盟”案例， 《再思考》试图将其纳入一个统一的

分析框架。两位作者指出，解释 “两面结盟”的难点在于，大国为什么能够

容忍他国在与本国结盟的同时还与自己的敌手结盟。对此，两位作者的解释

是：“弱国Ａ与敌对的Ｂ国、Ｃ国结盟，只要ＡＢ两国的同盟关系不针对Ｃ
国，以及ＡＣ两国的同盟关系不针对Ｂ国”，“两面结盟”就可能出现。② 但

问题在于，在辽与北宋对高丽的争夺中，高丽与辽宋任何一方的结盟都可能

被另一方视为针对自己；同样地，明与后金对朝鲜的争夺同样具有无可掩饰

的针对对方的战略竞争目的，可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 “两面结盟”现象依然

会出现？似乎我们又回到了研究的起点，引发 《盟国》一文的困惑依然存

在：为什么高丽和朝鲜能够与两个相互敌对的大国同时结盟？

为了更深刻地理解 “两面结盟”现象，在 《再思考》的提示下，我们按

照 “一国与两个相互敌对国家分别结盟是否针对敌对双方”这一标准，将其

分为下述三类，这三类 “两面结盟”的形成难度依次递增。

第一类是 “内部相容型两面结盟”。假设Ａ国与Ｂ国敌对，如果Ｃ国与

Ａ国的结盟不针对Ｂ国，并且Ｃ国与Ｂ国的结盟也不针对Ａ国，则可将其

称为 “内部相容型两面结盟”，其中的两组双边同盟针对的对象均来自这三

个国家以外。不难看出，《再思考》和本文本节所举的绝大多数例子都属于

这种类型。俾斯麦领导下的德国与奥地利和俄国结盟的目的是孤立和打击法

国，而不是为了联合奥地利对抗俄国，或者联合俄国对抗奥地利。１９４５年至

１９４９年，中国国民党政府与美苏同时结盟，同样既不是为了联美抗苏也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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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唐纳德·卡根：《伯罗奔尼撒战争》，陆大鹏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１６页。

周方银、王旭彤：《两面结盟现象的再思考———兼评 〈盟国的敌人还是盟国？———古代朝鲜
半岛国家 “两面结盟”之谜〉》，第４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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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联苏抗美，而是为了争夺对当时中国的执政权。

１９６４年至１９７９年，中国和苏联均保持对当时的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军事

援助，当然不排除中苏两国竞争共产主义阵营内部影响力这一因素，但三方

共同对抗来自法国、美国和当时的越南共和国等资本主义阵营国家的共同威

胁无疑是主导性因素。１９６４年至１９７１年间，中国与巴基斯坦结盟是为了对

抗印度这一共同威胁，而巴基斯坦与美国同盟关系的存续也并不直接针对中

国。同样地，美国与日本和韩国、与沙特和以色列的结盟，都不是为了对抗

这五个国家内部的某个国家。显然，正如 《再思考》的两位作者所说，在互

不针对敌对双方的情况下， “两面结盟”的出现并不是特别难理解的现象。

正因如此，这种 “内部相容型两面结盟”才会相对如此普遍。

第二类是 “内部半相容型两面结盟”。假设Ａ国与Ｂ国敌对，如果Ｃ国

与Ａ国的结盟针对Ｂ国，但Ｃ国与Ｂ国的结盟不针对Ａ国，则可将其称为
“内部半相容型两面结盟”。在这种 “两面结盟”中，有且只有一组双边同盟

针对的对象是三国中处于敌对状态的两国中的其中一国。显然，这种类型的
“两面结盟”形成的难度大于第一种；相应地，出现的频率也较小。前文所

举的公元前４６５年斯巴达与雅典和萨索斯的 “两面结盟”即属于这种类

型———斯巴达与萨索斯的结盟直接针对雅典，而斯巴达与雅典的同盟则不针

对萨索斯。

第三类是 “内部不相容型两面结盟”。假设Ａ国与Ｂ国敌对，如果Ｃ国

与Ａ国的结盟针对Ｂ国，并且Ｃ国与Ｂ国的结盟也针对Ａ国，则可将其称

为 “内部不相容型两面结盟”。在这种 “两面结盟”中，两组双边同盟针对

的对象都是三国中处于敌对状态的那两个国家。显然，这种类型的 “两面结

盟”的形成难度是三种类型中最大的；理论上，出现的频率也应最小。 《盟

国》所研究的即是这一类 “两面结盟”现象。

归纳来说，《盟国》所研究的古代朝鲜半岛国家的三次 “两面结盟”都

属于这样一种情境：两个敌对的国家是体系中实力最强的两个国家，而且这

两个国家相互敌对的原因都是竞争体系主导权 （霸权）。这种情境实际就是

两极体系中的两个 “极”同时与一个小国分别结盟。根据肯尼思·华尔兹
（Ｋｅｎｎｅｔｈ　Ｎ．Ｗａｌｔｚ）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两极结构下的国际政治不存在边

缘地带，任何遥远地区发生的事态都会引发两个超级大国的关注，两个超级

大国中任何一方的任何举动和变化都不会逃出另一方从势力均衡角度计算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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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的范畴。① 因此，对于两个存在主导权竞争的体系性大国来说，任何一方
与一个小国的结盟都极易被另一方视为对自身安全和权力的威胁。这意味
着，这种情境下的 “两面结盟”势必是一种 “内部不相容型两面结盟”。事
实上，正如 《盟国》所展示的，北宋和辽分别与高丽的结盟，从一开始就是
为了制衡和对抗对方，明和后金分别与朝鲜的结盟同样如是。

如前所述，“内部不相容型两面结盟”出现的难度要比 “内部相容型两
面结盟”出现的难度大得多。因此，《盟国》实际上解释的是难度最大的一
种 “两面结盟”现象。其出现的难度虽然很大，但在穷尽所有现象之前，我
们无法确定究竟有多少种作用机制能够导致这种类型 “两面结盟”现象的出
现。《盟国》所揭示的古代朝鲜半岛国家 “两面结盟”的产生机制，很可能
只是 “内部不相容型两面结盟”多种产生机制中的一种，更多实例以及其他
可能的产生机制，还有待进一步的探索。不过，仅仅是 《盟国》所发现的这
一种产生机制，已经足以带给我们相当大的理论启发。以下我们将进一步探
讨这一具体的两面结盟产生机制，揭示其所蕴含的大国共治逻辑。

四、古代朝鲜半岛国家 “两面结盟”的大国共治逻辑

现有同盟理论大都将同盟视为国家维护自身安全的一种工具，但已经有
学者开始注意同盟的非安全功能。以下将从同盟的权力维系功能入手，探讨
古代朝鲜半岛国家 “两面结盟”的更深层机制，以期更深刻地理解这种特定
类型的 “内部不相容型两面结盟”出现的原因。

（一）“领导—被领导”是同盟的重要功能
同盟最直观的功能无疑是制衡权力和制衡威胁。当两个或多个国家凭借

自身实力无法抗衡潜在霸权或无法制衡共同威胁时，通过盟约将彼此绑定以
增加实力总量，就成为这些国家维护自身安全的一种自然选择。② 在这种情
况下，同盟是盟国用以共同制衡外部权力和应对外部威胁的一种工具，其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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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Ｋｅｎｎｅｔｈ　Ｎ．Ｗａｌｔｚ， “Ｔｈｅ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ａ　Ｂｉｐｏｌａｒ　Ｗｏｒｌｄ”，Ｄａｅｄａｌｕｓ，Ｖｏｌ．９３，Ｎｏ．３，１９６４，

ｐｐ．８８２－８８３．
Ｋｅｎｎｅｔｈ　Ｎ．Ｗａｌｔｚ，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Ｒｅａｄｉｎｇ，Ｍａｓｓａｃｈｕｓｅｔｔｓ：Ａｄｄｉｓｏｎ－

Ｗｅｓｌｅｙ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ｎｙ，１９７９，ｐ．１６８；Ｓｔｅｐｈｅｎ　Ｍ．Ｗａｌｔ，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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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发挥的核心机制是实力聚集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① 除此之外，越来
越多的学者开始注意到同盟的对内功能。历史学家保罗·施罗德 （Ｐａｕｌ
Ｗ．Ｓｃｈｒｏｅｄｅｒ）基于１８１５年至１９４５年的历史经验指出，同盟既可以是保卫
安全的武器，也可以成为实现同盟内部管理和约束的工具。② 相比较于同盟
外国家，一国能够更有效地影响和约束其盟国的行为。③ 当两国存在潜在冲
突而彼此又不是很大威胁时，结盟能够将彼此绑定，从而抑制盟友间的冲
突，提升本国安全。④ 通过建立不对称的双边同盟，大国可以最大限度地对
小国施加控制，以防止其将自己拖入更多不必要的战争。⑤

无论是对外功能还是对内功能，在上述同盟理论中，国家结盟的出发点
都是基于安全动机。然而，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有些国家结盟后，反而会
比不结盟时更不安全。⑥ 事实上，安全并不一定是国家选择结盟的唯一动机。

对小国而言，选择追随大国与大国结盟，可以获得不结盟所无法获得的利
益，⑦ 其中包括经济利益这样的非安全利益。⑧ 在不对称同盟中，大国与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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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Ｊａｍｅｓ　Ｄ．Ｍｏｒｒｏｗ，“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ｙ：Ａｎ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ｔｏ　ｔｈｅ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ｓ”，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Ｖｏｌ．３５，Ｎｏ．４，１９９１，ｐｐ．９０６－９０７．

Ｐａｕｌ　Ｗ．Ｓｃｈｒｏｅｄｅｒ，“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ｓ，１８１５－１９４５：Ｗｅａｐｏｎｓ　ｏｆ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Ｔｏｏｌｓ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Ｋｌａｕｓ　Ｋｎｏｒｒ　ｅｄ．，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Ｌａｗｒｅｎｃ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ｏｆ　Ｋａｎｓａｓ，１９７６，ｐ．２４１，ｑｕｏ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Ｊｅｒｅｍｙ　Ｐｒｅｓｓｍａｎ，Ｗａｒｒｉｎｇ　Ｆｒｉｅｎｄｓ：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Ｒｅｓｔｒａｉｎｔ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Ｉｔｈａｃａ，Ｎ．Ｙ．：Ｃｏｒｎｅｌ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８，ｐ．７．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Ｇｅｌｐｉ，“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ｓ　ａｓ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Ｉｎｔｒａ－Ａｌｌｉｅ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ｎ　Ｈｅｌｇａ　Ｈａｆｔｅｎｄｏｒｎ，

Ｒｏｂｅｒｔ　Ｏ．Ｋｅｏｈａｎｅ，ａｎｄ　Ｃｅｌｅｓｔｅ　Ａ．Ｗａｌｌａｎｄｅｒ，ｅｄｓ．，Ｉｍｐｅｒｆｅｃｔ　Ｕｎｉｏｎｓ：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ｏｖ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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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当代亚太　

国结盟的动机往往是不同的且具有互补性：小国与大国结盟固然是为了增加

自身安全，但为此它需要牺牲一定程度的自主性；而大国同小国结盟则反而

会牺牲一定程度的安全，但可以换取小国的让步从而提高自己决策的自

主性。①

如果将同盟的对内控制功能和大国与小国结盟动机的互补性两者结合起

来就会发现，（不对称）同盟更多的时候是大国对小国实施控制、获得和保

持大国领导地位的一种重要平台。通过与小国结盟，大国能够获得对小国更

有效的控制，而小国也自愿接受大国的这种控制，以此换取大国为其提供的

安全保障。大国与小国的关系如同市场中的企业和消费者，大国负责为小国

提供 “安全”这种 “商品”，而小国则需向大国支付诸如 “追随”、 “服从”

这样的 “货币”，让渡自己的部分自主权。从大国的视角来看，与小国结盟、

向其提供安全保障有助于自己获得更大的国际影响力，这也构成了大国选择

与小国结盟的一种重要动机。② 在这种情况下，大国与小国之间是一种 “领

导—被领导”的权力等级关系。而这种等级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正式的

军事同盟所维系的。③ 无论是古希腊时期斯巴达领导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和雅

典领导的提洛同盟，还是冷战时期美国领导的北约和苏联领导的华约，其核

心功能都是确立和维持盟主对盟国的领导关系。

（二）古代朝鲜半岛国家 “两面结盟”的本质是大国共治

如果说由大国主导的不对称同盟在本质上是大国和小国就 “领导—被领

导”关系达成的一种 “契约”，那么古代朝鲜半岛国家的 “两面结盟”反映

的就是两个大国对同一个小国同时实施领导的一种状态。不妨将这种状态称

为 “大国共治”，与其相对的状态是 “大国分治”，即不同大国对不同小国分

别实施领导。冷战时期的美国和苏联分别领导东西方阵营，古希腊时期的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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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面结盟”分类与大国共治逻辑 □　

典和斯巴达分别享有希腊世界的海上和陆上霸权，都是大国分治的典型例

子。大国分治符合我们对国际政治的一般印象，甚至被认为是大国权力竞争

的必然规律。① 相比之下，大国共治在历史上似乎要罕见得多，《盟国》所研

究的古代朝鲜半岛国家的 “两面结盟”现象，是这种罕见状态的一种特殊实

现形式。

大国共治之所以罕见，一个首要原因在于权力竞争具有高度的竞争性和

零和性。只要有可能，任何大国都有独占对全部小国领导权的动机。这种动

机部分源于无政府状态下国家对相对收益的敏感性，为了确保自身生存和安

全，大国总是尽可能地追求自身权力的最大化。② 更重要的是，对更多权力、

更高地位的追求本身就是驱使一个大国伺机削弱另一个大国权力的固有动

机。③ 地位体现于不平等，因此，即便两个大国能够短暂地对同一个 （批）

小国同时实施控制和领导，但只要其中有一个大国自认为有把握击败对方，

该大国就会选择通过战争以谋求对更多小国的领导权，从而获得更高的地位

和权力。④ 获胜的一方会 “赢者全得”，共治也就不复存在。这也正是 《再思

考》两位作者所指出的解释 “两面结盟”的一个难点———大国为什么能够容

忍他国在与本国结盟的同时还与自己的敌手结盟。⑤

阻碍大国共治形成的另一个障碍在于，小国缺乏同时接受两个大国控

制的动机。如果将非对称同盟中的大国视为安全的供给方，将小国视为安

全的需求方，那么需求方的意愿无疑也会对这种合作关系产生重要影响。

如前所述，不对称同盟的本质是一种 “领导—被领导”的等级制，在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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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当代亚太　

等级制中，小国之所以甘愿让渡一定程度的主权，甘愿接受大国的领导，

是由于它能从这种不平等的关系中获得收益。等级制理论认为，一个等级

体系是否稳定，取决于从属国国内社会能否从这种领导—被领导关系中获

利。获利越多，该等级制的合法性就越高，等级关系就越稳定。① 主权让

渡理论也认为，存在主权让渡的制度性安排是否稳定，取决于这种安排的效

率和收益增量。②

在无政府状态下，小国能够从这种非对称同盟中获得的最常见的收益表

现为大国提供的安全保障。③ 但问题在于，小国对安全保障的需求是缺乏弹

性的 （ｉｎｅｌａｓｔｉｃ　ｄｅｍａｎｄ），在已经有一个大国能够为其提供保障并满足其需

求时，新增另一个大国的保障对小国安全效用的改善不会太明显。④ 而同时，

新增一个大国的保障，会使小国承担双倍的臣服义务。在古代东亚的朝贡体

系中，这意味着小国必须同时向两个大国朝觐进贡。在现代国际体系中，则

意味着小国必须在军事上同时承担对两个大国的同盟义务，在政治上同时支

持和服从于两个大国，这对于小国来说无疑会增加巨大的负担。⑤ 总之，如

果两个大国所能提供的好处都是安全保障，小国同时臣服于两个大国所带来

的收益增量并不明显，而成本却会成倍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小国没有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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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安全保障包括了正面保障和负面保障两种可能的情况。前者是指 “当你面临第三方威

胁时我保证援助你”，后者则是指 “我保证不再侵犯你”。辽国对高丽、后金对朝鲜所提供的主要是
后一种安全保障。高丽和朝鲜之所以愿意接受辽和后金的结盟要求，核心原因是它们知道只有如此
才能保证本国的生存。

在无政府状态下，小国单靠自己很难确保自身的安全，因此对小国来说， “外部安全保障”

这个 “商品”的可替代性低。而商品的低可替代性决定了对该商品的需求缺乏弹性。商品的需求弹
性测量的是商品的需求量对价格变化 （亦即供给变化）的敏感程度。需求越缺乏弹性，增加供给对
提高需求的拉动作用就越不明显。参见罗宾·巴德、迈克尔·帕金：《微观经济学原理》，张伟等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１３０～１３２页。

这里的 “负担”不仅仅是有形的物质上的成本 （比如古代藩属国的 “进贡”），而且包括无
形的成本，比如与Ａ大国结盟后将面对来自Ｂ大国更多的政治军事压力。如果说有形的物质成本尚
有可能有办法规避，那么这种无形的精神层面的成本则是 “两面结盟”这种结盟形式所固有的，是
无法规避的。后一种成本是小国同样不愿支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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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意愿同时保持对两个大国的臣属关系。①

显然，要想让小国接受两个大国的共治，这两个大国所能给予小国的好
处必须是有差异而且都是小国所必需的。对于古代朝鲜半岛国家而言，除了
安全保障之外，获得中原王朝对其政权合法性的认可，从而确保和巩固自身
的政权安全，是其另一个无法自我满足的重要需求。例如，研究显示，如果
缺少中原皇帝的承认，朝鲜政权将十分脆弱。确保自身政权的合法性和稳定
性，是朝鲜接受中原汉族政权领导的主要原因。② 而事实上，明朝和朝鲜的
朝贡关系具有明显的互惠性———朝鲜接受明朝的册封，承认明朝文化的优越
性，以此换取自身的政治利益。③ 在特定时期，由于自身相对衰弱，中原汉
族王朝只能为朝鲜半岛国家提供政权的合法性，而无力满足其军事安全方面
的需求，而少数民族政权又恰恰无法为其提供政权合法性。不同大国在对外
功能上的分异为朝鲜半岛国家同时接受两个相互竞争的大国的领导提供了动

力和理由。

综上，大国共治的出现必须具备两方面的条件：一是大国之间须相互
克制，双方均无在战争中彻底征服对方的把握；二是小国有不止一种重要
需求，而两个大国分别只能满足其中一种需求。这两个促成大国共治的条
件，也同样是 《盟国》所指出的古代朝鲜半岛国家 “两面结盟”的产生
条件。

总之，古代朝鲜半岛国家的三次 “两面结盟”是大国共治的一种特殊实
现形式，其出现的根本机制是———两个大国均想拥有对某一个 （批）小国的
领导权，这两个大国又都无法排除对方对该 （批）小国的影响，从而只能做

—３９—

①

②

③

《再思考》认为，只要ＡＢ两国结盟不是针对Ｃ国，ＡＣ两国结盟也不是针对Ｂ国，那么 Ａ
与ＢＣ两国同时结盟就能实现。这里可能低估了 “两面结盟”给Ａ国造成的成本，忽视了 Ａ国的意
愿问题。参见周方银、王旭彤：《两面结盟现象的再思考———兼评 〈盟国的敌人还是盟国？———古代
朝鲜半岛国家 “两面结盟”之谜〉》，第４３页。

Ｊｉ－Ｙｏｕｎｇ　Ｌｅｅ，“Ｈｅｇｅｍｏｎｉｃ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Ｊａｐａｎ　ａｎｄ　Ｋｏｒｅａ　ｕｎｄｅｒ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ｅｇｅｍｏｎｉｃ　Ｏｒｄｅｒ　ｉｎ　Ｅａｒｌｙ　Ｍｏｄｅｒｎ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ｐ．３３７。需要指出的是，合法性需求当然不是
小国寻求与大国结盟的充分条件。这里只是说，当与大国结盟能够带来合法性方面的收益时，小国
维持这种 （两面）结盟关系的动机会升高，改变这种关系的动机会下降。

Ｄｏｎａｌｄ　Ｃｌａｒｋ，“Ｓｉｎｏ－Ｋｏｒｅａｎ　Ｔｒｉｂｕｔａｒｙ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Ｍｉｎｇ”，ｉｎ　Ｄｅｎｉｓ　Ｔｗｉｔｃｈｅｔｔ　ａｎｄ
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　Ｗ．Ｍｏｔｅ，ｅｄ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Ｖｏｌ．８：Ｔｈｅ　Ｍ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１３６８－１６４４，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８，ｐｐ．２７２－３００；Ｊｉ－Ｙｏｕｎｇ　Ｌｅｅ，“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Ｒｉｔｕａｌ　ａｓ　ａ
Ｐｏｗ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ｙ　ｉｎ　Ｅａｒｌｙ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Ｋｏｒｅａ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１３，Ｎｏ．２，２０１３，ｐｐ．３０９－３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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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妥协，与对方分享对该 （批）小国的领导权；这两个大国又均只能满足这

个 （批）小国的一种需求，因此小国有动机同时对这两个大国表示臣服；如

果这种领导—被领导的关系是由军事同盟这种形式确立和维系的，就会出现

上述 “内部不相容型两面结盟”现象。

当然，大国共治也可以在没有结盟的情况下出现。例如，公元前５４６
年，晋、楚等１４个诸侯国在宋国召开第二次弭兵之会，会上确立了 “晋、

楚之从交相见也”的原则，即晋国的属国今后要到楚国去朝觐，楚国的属国

也须到晋国去朝觐。① 这就形成了春秋时期的晋楚共治。又如，近年来随着

中国的持续崛起，在东亚地区形成了中美两个彼此竞争的权力中心，由于中

美两国在经济和军事领域的相对实力差异，在这一地区逐步出现了 “经济上

靠中国、安全上靠美国”的二元领导格局。② 这是大国共治的另一个实例。

从大国共治的视角来看，是否存在正式、明确的军事盟约，可能并不是那么

的重要，重要的是大国和小国的权力关系———两个大国究竟是分别领导不同

的小国，还是共享对同一个 （批）小国的领导权。

（三）大国共治的意义

大国共治这种权力形态之所以重要，在于其一系列理论和现实意义。首

先，在当今这个大国无战争时代，功能分异对大国而言可能并非坏事。新现

实主义明确反对国家的 “专业化” （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认为国家的功能一旦出

现差异，国家就将处于易受攻击的脆弱状态。③ 然而，在大国无战争时代，

崛起国要想在减少与霸权国冲突的同时扩大自己的权力范围，拥有更多的追

随者，就必须至少要有 “一技之长”，必须有自己的 “比较优势”。特别是当

面对美国这样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等几乎所有领域都曾长期高

居世界第一的 “全能型”单极霸权时，崛起国与其不切实际地寄希望于在各

个领域同时实现赶超，还不如积极发挥自己的 “特长”，在拥有竞争优势的

领域吸引更多的追随者。

—４９—

①

②

③

《左传·鲁襄公二十七年》。

刘丰：《安全预期、经济收益与东亚安全秩序》，载 《当代亚太》２０１１年第３期，第６～２５
页；周方银：《东亚二元格局与地区秩序的未来》，载 《国际经济评论》２０１３年第６期，第１０６～１１９
页；江瑞平：《共建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走出东亚格局中的二元困境》，载 《东南亚纵横》２０１４年
第１０期，第１１～１５页；张春：《国际公共产品的供应竞争及其出路———亚太地区二元格局与中美新
型大国关系建构》，载 《当代亚太》２０１４年第６期，第５２～７２页。

Ｋｅｎｎｅｔｈ　Ｎ．Ｗａｌｔｚ，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ｐｐ．１０４－１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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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大国共治对小国同样利大于弊。小国同时接受两个大国的领导，

固然需要支付更多的成本，牺牲一定程度的行为自主性，但同时，因为共治

状态得以维持的一个前提是两个大国均能充分地满足小国某个方面的重要需

要，这意味着这样的大国权力竞争具有 “正外部性”，小国会因大国间的竞

争而获得好处。差异化竞争会迫使两个大国尽可能地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

小国则会因此从两个大国那里获得更 “优质”的 “服务”。当前中美两国在

经济和安全领域的差异化竞争就具有这种正外部性：美国不断加强与盟国的

安全合作关系，而中国则通过创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推动 “一带一

路”倡议等举措，积极推进国际基础设施援助和其他地区经济合作，这使得

其他中小国家客观上成为中美竞争的受益者。

最后，最重要的是，大国共治这种大国权力竞争模式，能够帮助大国

避免重蹈冷战的覆辙。冷战是典型的大国分治模式，美苏两国为各自盟友

提供的是高度同质化的物品，都是同时为自己的盟国提供安全保障、经济

援助和意识形态支持。导致的结果就是两国的势力范围完全按照地理空间

划分，双方阵营的界限是泾渭分明的。由于地理空间的划分具有很强的零

和性，因此美苏竞争的冲突性和对抗性非常高。而在大国共治模式下，两

个大国的势力范围将主要以功能领域划界 （如一个大国在安全领域领导小

国，另一个大国在经济领域领导小国），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弱化大国政治

的地缘政治色彩和大国竞争的对抗性。近年来随着中国崛起势头的加快，

国际体系有重回两极结构的可能。① 值得庆幸的是，目前在中美之间已经出

现了差异化竞争和大国共治的端倪，这预示着中美竞争将很可能不会重复美

苏冷战的悲剧。

五、结　论

（一）关于同盟的界定标准

正如 《再思考》所说，“一个国家与两个彼此敌对的国家同时结盟，是

—５９—

① 阎学通：《权力中心转移与国际体系转变》，载 《当代亚太》２０１２年第６期，第９页；杨原、

曹玮：《大国无战争、功能分异与两极体系下的大国共治》，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５年第８期，

第３０～３３页；Ｊｕｄｙ　Ｄｅｍｐｓｅｙ，“Ｔｈ　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Ｔｈｅ　Ｒｅｔｕｒｎ　ｏｆ　ａ　Ｂｉｐｏｌａｒ　Ｗｏｒｌｄ”，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２，２０１２，ｈｔｔｐ：／／ｃａｒｎｅｇｉｅｅｕｒｏｐｅ．ｅｕ／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ｅｕｒｏｐｅ／？ｆａ＝４９９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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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领域尚未进行充分研究的现象”。① 因此对这个现象的初步探讨和认
识难免会出现分歧。受 《再思考》提出的一些质疑的启发，本文对判断同盟
存在与否的标准做了进一步的探讨。首先，关系亲密友好不是同盟的必要和
充分条件，这意味着 “朋友”和 “盟友”是两个有必要加以区分的概念。需
要承认的是，《盟国》轻视了两者的区别，因而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误导了包
括 《再思考》作者在内的读者对于 “两面结盟”现象的理解。其次，即便两
国是盟友，也不意味着彼此会为对方无条件地提供一切资源，也不意味着为
盟友提供的一切援助都是纯粹基于同盟义务的规范性考量。事实上，同盟行
为和国家其他一切行为一样，都是基于自利的理性行为。明确这一点，有助
于降低对同盟的判定标准。最后，成员权力地位的不平等是不对称同盟的固
有属性。

在厘清有关同盟的一些可能的误解的基础上，本文对同盟的判定给出
了更为清晰和明确的界定：在无法直接观察书面盟约的情况下， “被要求
援助方是否认可要求援助方提出的军事援助要求的正当性”是判断同盟关
系是否存在的唯一标准。这是因为：（１）同盟的本质是一种承诺。在缺乏
更高权威约束的无政府世界中，只有在存在同盟承诺的情况下，一国向另
一国提出的为前者提供军事援助的要求才能被后者认为是正当的。（２）同
盟承诺是在事先做出的，因此不能基于事后的行为来判断同盟存在与否。

依据这一判定标准，本文重新回顾和检视了古代朝鲜半岛国家三次 “两面
结盟”的存在性。

（二）关于 “两面结盟”研究的已知和未知问题
“两面结盟”是一种反常识的结盟现象，《盟国》证明了这种现象发生的

可能性，《再思考》则进一步证明了这种现象的普遍性。为了将探讨引向深
入，本文按照 “一国与两个相互敌对的国家分别结盟是否针对敌对双方”这
一标准，将 “两面结盟”现象划分为三类，分别是 “内部相容型两面结盟”、
“内部半相容型两面结盟”和 “内部不相容型两面结盟”。其中，由于两组同
盟关系均不针对敌对双方，因此 “内部相容型两面结盟”形成的难度最低，

相应地，这种类型的 “两面结盟”在现实中也最为常见。由于两组同盟关系
均针对敌对双方自身，因此 “内部半相容型两面结盟”形成的难度最高，

—６９—

① 周方银、王旭彤：《两面结盟现象的再思考———兼评 〈盟国的敌人还是盟国？———古代朝鲜
半岛国家 “两面结盟”之谜〉》，第４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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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国》所研究的古代朝鲜半岛国家的 “两面结盟”就属于这种类型，并研

究了这一解释难度最大的 “两面结盟”类型的三个案例，给出了导致这种类

型 “两面结盟”出现的一种机制。

图１　 “两面结盟”的已知和未知问题

不同类型的 “两面结盟”其产生机制很可能是不同的， 《盟国》和本文
所发现的大国共治机制可能也不是 “内部不相容型”这一特定类型 “两面结
盟”产生的唯一机制。《盟国》、《再思考》及本文的讨论在帮助我们澄清和
增加了不少对 “两面结盟”问题的认识的同时，也引发出更多未知的问题
（如图１所示）。“内部不相容型”这一最为苛刻的 “两面结盟”类型能否在
历史和现实中找到其他的实例？还有哪些机制能够导致这种类型的 “两面结
盟”？其他两类 “两面结盟”的产生机制又有哪些？这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
的研究。

（三）关于 “大国共治”这种 “两面结盟”机制
探讨 “两面结盟”的成因固然重要，但这不应是研究这一议题的全部内

容。在结盟这一具体实现形式之下，“两面结盟”这一特定国家间关系所反
映出的本质是什么？它对我们理解更广泛意义上的大国和小国关系有什么理

论启示？这些问题可能同样甚至更加重要。本文基于 《盟国》的研究，对此
做了初步的讨论。

作为 “内部不相容型两面结盟”的三个实例，古代朝鲜半岛国家的三次
“两面结盟”具有一个额外的共同特点，那就是它们都是小国与体系中实力
最强的两个大国结盟，并且这两个大国存在激烈的霸权竞争。如果我们跳出
“就同盟讨论同盟”的思维窠臼，就不难发现，这种 “两面结盟”所反映的
其实是一种 “大国共治”的状态，即两个大国对同一个 （批）小国实施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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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当代亚太　

导，这一个 （批）小国同时接受这两个大国的领导。在这种状态下，大国与

小国之间的不对称同盟实质上是大国与小国进行利益交换的平台和媒介———

小国通过同盟获得大国为其提供的安全保障、合法性支持等好处，而大国则

通过同盟这种形式获得小国对自己领导权的认可。

从这个意义上，可以将古代朝鲜半岛国家的这三次 “内部不相容型两

面结盟”视为大国共治的一种特殊形态，即以同盟形式实现的大国共治。

而无论是这三次具体的 “两面结盟”，还是更一般意义上的大国共治，其

实现和维持都有赖于大国功能的分异，即两个大国须能够分别满足小国不

同类型的需要。这种基于差异化竞争的共治模式具有较强的正外部性和较

弱的零和性，是一种比分治模式更为温和的大国权力竞争模式。通过研究

古代朝鲜半岛国家 “两面结盟”这一反常识现象，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

解大国权力竞争的多样化途径，为探寻更为良性的国际政治互动模式提供

有益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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